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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从活动-移动行为的角度，基于中国北京和荷兰乌特勒支在2007年进行的活动日志调查，通过研究居民非

工作活动的同伴选择机制，分析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而引起的行为方式差异。研究表明，北京居民倾向与

家庭成员一起活动，而乌特勒支居民倾向单独或与朋友一起，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社会倾向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而

荷兰社会则偏向个人主义。此外，性别和年龄仅对北京居民有显著影响，女性进行较多的联合活动，年长者更倾

向选择朋友作为同伴；家庭结构对两城市居民影响均显著，结婚和生子等生命事件会促进居民产生核心家庭成

员陪伴的活动；以休闲为目的活动更多的是联合活动。此外，收入、驾照拥有、私家车拥有、居住空间密度等变量

也对同伴选择具有一定影响。最后对从行为角度的文化差异分析的未来以及对中荷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进行

了讨论，提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主义可能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潜在趋势，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应当充分

考虑到儒家思想的传承以及中国人喜爱热闹、需要集体归属感的民族性格，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同时，从活动-移动行为所表现的社会文化效应分析看，城市规划与管理者需要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休闲空间及

提供个性化的交往空间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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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下，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形成了

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居民差异化的行为方式。心

理学与社会学对文化差异的研究通常忽略了日常

性，价值观其实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过程中并决定

着人们生活的空间实践[1]。中国的文化传统长期

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尽管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

转型的背景下被批驳为阻碍中国发展的桎梏，但

2000 年以来的中西文化大讨论和现代化生活反

思，儒家文化的回归开始被重新审视和探讨 [2~4]。

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忽略个人利益，由此而衍

生出强烈的家庭观念以及性别差异[5,6]。而西方社

会遵从于基督教文化，相对崇尚自由思想。1990

年以来，西方社会青年一代宗教信仰比例下降，更

为个性化以及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提供了有利条

件[7]。已有研究表明，与东亚社会相比，欧美社会

的个人主义观念更为强烈，而集体主义观念相对

薄弱[8]。可见，在日常行为研究中引入社会文化心

理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全球化影响下城市生活方

式研究的必要需求，也是理解中国城市居民时空

行为特征的重要途径。

社会文化心理学中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

义”的框架是东西方文化的最基本价值观。Oyser-

man等 [8]对其概念与内涵进行了剖析。在个人主

义中，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社会的存在是为了

促进每个人的幸福感；个人被视作独立于他人的

个体。而在集体主义中，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团体；

社会的存在和个人的生存应当适应团体的特征；

个人从根本上被视作与团体具备某种联系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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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东亚社会，个人通常被认为与某些团体发

生着联系，如家庭、单位；人际交往通常是完成日

常工作与生活非常重要的环节；人们的自我介绍，

通常用“我是**团队的成员”开篇[9]。这些现象被认

为是儒学思想的传统，强调遵从权威、个人服从集

体。然而，西方社会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则源自于

注重选择、自由与自我的基督教文明。青年一代

宗教信仰的淡化促进了自由思想的盛行[7,10]，人们

开始从个性化社交网络中获取和形成价值观。个

人主义的普及在西方社会也造成了一些负面效

应，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公共空间变得冷漠，陌生人

之间的交往变得困难，引起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滋

生[2,11]，以上提到的这些现象促使西方社会重新审

视团队意识与人际信任的价值[12]，并尝试从日常行

为视角加以阐释。

中国城市地理学界对居民行为展开了丰富的

研究。居住空间选择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空间研究

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化差异。国际“移民潮”形成

了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异域空间”[9,13]，通过外

籍移民的行为特征来透视由生活习惯和民族性格

而造成的文化特性[14]。城市外来移民、低收入者的

日常活动行为表现出由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及成

长经历不同而引起的行为方式差异 [15,16]。家庭行

为角度的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家庭责任分工与西方

社会的行为习惯存在差异[17]。日常短期的活动-移
动行为研究更多与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城市公交

可靠性分析等主题相结合[18~21]，而较少涉及社会文

化环境因素的考虑。

本文立足于活动-移动行为模式分析，基于活

动分析法中对于活动需求的关注，抓住行为同伴

选择的分析维度，通过居民非工作活动同伴选择

分析，折射中西方社会与文化背景对当代城市生

活方式的深远影响。从理论上将社会文化心理因

素引入居民时空行为的分析，弥补现有研究仅停

留在模式描述和特征分析的弊端；从实践上将中

国城市居民的行为分析置身于全球化的背景下，

建立与西方社会的直接比较，超越就中国特征而

论中国特征的经验研究。本文借鉴个体主义与集

体主义的研究框架，选择中国北京与荷兰乌特勒

支活动日志调查的案例数据，挖掘行为同伴选择

所反映的社会变革、文化特性以及全球化进程，吸

取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理解当代中国社会

的问题并讨论解决之道。

11 研究设计

11..11 研究假设研究假设

本文所讨论的行为同伴是指“与谁一起”发生

了在固定地点的活动，包括一起讨论与分享观点、

一起完成工作与生活任务、一起参加社会组织的

活动等，以此来从他人获取帮助和信息，进而得到

归属感和安全感[22]。行为同伴的选择过程是社会

人际联系与个人选择偏好共同作用的结果[22,23]，可

作为认识不同社会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偏好与特

征的一个维度。

行为同伴选择可能受到多因素的影响。①

社会联系。其组成了居民“是否选择同伴及选择

谁一起活动”的资源库[24]，并随着归属认同的差异

而变化，如美国与加拿大居民社交休闲活动通常

选择朋友作为同伴[22,25]，而在中国社会认同“血浓

于水”的古训，倾向于选择家庭成员作为同伴 [22]。

② 家庭责任。中国的家庭观念强调“养儿防老”，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具有一

定的互惠互利关系 [9]，“大家庭”或“扩展家庭”广

泛存在，日常交往的临近性促进了家庭成员作为

行为同伴 [12,26]。欧美社会的家庭责任主要是父母

对子女的抚养，很少涉及扩展家庭成员（如祖父

母、成年兄弟姐妹等）[8]，其变化具有家庭生命周

期特征[27~29]。③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活动目的。

女性善于维系感情与人际[22]，使其与核心家庭成员

的日常接触增多[30,31]；高收入、高受教育水平的居

民具备更广泛的社会交际圈[27]；弱势群体为了抵御

外部压迫，更容易产生集体主义的团体行为[32]；社

交与休闲活动通常有同伴参与[28]，其发生频率、地

点和时间因活动目的有所差异[25]，并受到建成环境

的影响[28,29]。

综上，行为同伴选择不仅受到社会文化背景

的影响，也受到社会联系、家庭责任、社会经济属

性与活动目的的影响。在考虑与控制以上因素的

前提下，本文假设居民在个体主义的社会环境中

可能会倾向于独立活动，如果有同伴，则倾向于选

择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朋友；而在集体主义的社会

环境下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联合活动，同伴选择倾

向于与生俱来的家庭成员。

11..22 研究区域与数据研究区域与数据

本文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北京和荷兰乌特勒

支 2个区域的一手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北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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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07年10~11月由北京大学时间地理学研究小

组采集的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调查根据居住

区的不同地域、建设年代和建筑形态在北京市建

成区范围选取了 10个典型居住区，在每个居住区

随机选取60户家庭，并对16岁以上家庭成员工作

日和休息日的活动日志进行调查，问卷中同时包

括了活动目的、时间、地点、同伴等信息。北京调

查共回收 520份问卷，有效样本为1 119人。乌特

勒支数据是 2007 年 2~7 月乌特勒支大学在 Utre-

cht-Amsterfoort-Hilversum 都市连绵区进行的 2 d

活动日志调查，根据收入水平、建设密度和交通可

达性选取了 26个居住区，随机抽取了 13 500户家

庭，调查中活动日志的有效问卷数为742人。

北京与乌特勒支的调查数据具备可比性，主

要体现在2个方面：① 调查区域范围基本相当，均

在 1 000 km2左右的面积。尽管人口密度存在差

异，但北京的人口密度过高，与此相当的国际城市

大多分布在亚洲，很难体现出中西差异；而荷兰是

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乌特勒支都市连绵区

又处在兰斯塔德城市群的核心区域，是荷兰境内

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之一。因此，选择乌特勒支

作为西方城市的案例，是现有条件下的可行方

案。② 调查的抽样方式、调查内容及数据规模相

似。2个调查均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

即选择典型社区后对其居民进行随机选择。活动

日志均是调查主体内容，其设计都基于时间地理

学，在问题及选项设置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因此，

本文基于这2个调查数据库，进行中西方居民行为

模式差异的探索。

由于本文研究只关注非工作活动，并考虑到

活动日志完整性问题，最终北京有 973个居民样

本、乌特勒支有569个居民样本组成了同伴分析数

据库，样本特征统计如表1所示。性别与年龄的组

成基本平衡，样本的受教育水平整体偏高，这可能

是由于目标人群通常是工作人口，且北京和乌特

勒支作为大城市，会吸引一定的高技术移民。驾

照和私家车拥有量在两城市存在明显差异，乌特

勒支明显高于北京。家庭结构方面，中国社会“大

家庭”的普遍存在，使北京样本的家庭结构中“其

他家庭”一项的比例偏高。

11..33 分类与度量分类与度量

为了反映居民同伴的原始选择，本文只选择

了家外非工作活动，原因有二。第一，居民对非工

作活动的安排通常具有更多的主动权，而不像工

作活动大多与同事一起完成、学习活动大多与同

学一起完成，是被动选择的。第二，家内的活动一

般会与具有空间临近性的家庭成员一起完成，会

引起误差。

首先，本文将活动目的进行分类使分析与对

比具有可行性，划分为 4类：① 购物，前往商店购

买商品；② 休闲，包括体育锻炼、参加派对、社交

访友、一起就餐等；③ 日常事务，包括照顾老人小

孩、接送亲友、外出办事（邮局、银行）等；④ 其他，

包括上网、宗教活动等。

其次，本文将同伴作为因变量，对其分类包括

4 种：① 单独：居民在活动中没有选择任何人一

起。② 朋友：没有血缘关系但保持良好且频繁联

系的人，是自主选择而后天形成的。③ 核心家庭

成员：这是日常活动中交往最为频繁的群体，通常

包括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的配偶和子女。④ 其他

家庭成员：除了核心家庭成员以外的、具有血缘或

姻缘联系的群体。通常包括父母（对成年子女而

言）、祖父母、兄弟姐妹等。

这些同伴选择类别从更深层次上代表了从

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不同程度。单独代表最强

烈的个人主义表现；朋友因为具有自主选择权，代

表次级的个人主义；核心家庭成员中配偶具有一

定的自主选择权，但子女没有选择权，因此代表次

级的集体主义；而其他家庭成员，是与生俱来的社

会关系，又没有家庭责任义务及日常临近性，所以

与这一群体的活动代表了最高级的集体主义。

22 行为同伴选择的差异性分析

同伴选择的整体情况如表 2所示，北京与乌

特勒支居民存在明显的差异。乌特勒支居民选择

单独完成活动的比例明显高于北京，占到 54%。

这表明，个人主义思想在乌特勒支社会环境中表

现明显。而北京居民倾向于选择家庭成员作为活

动同伴（核心成员占 28.8%，其他成员占 10.4%），

说明家庭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仍占有重要的地

位，促使居民较为频繁与家庭成员一起活动。对

于不同活动目的，购物活动通常单独完成，如果有

同伴，则主要是核心家庭成员，可能由于日常购物

与家庭责任相关联。其他活动目的中，乌特勒支

居民具有较高的单独活动比例，这可能由于这类

活动目的包含了上网等现代通讯技术（ICT）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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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11 样本描述性统计特征样本描述性统计特征

Table 1 Sample profile

性别

年龄（岁）

受教育程度

驾照拥有

个人收入水平

（元RMB）

家庭汽车拥有（辆）

家庭未成年子女

（<12岁）

家庭结构

共计

北京

男

女

20~29

30~39

40~49

50~59

60以上

低等

中等

高等

有

无

<3000

3000~5000

5000~7000

7000~10000

>10000

无

1

2

3

有

无

单身

夫妻二人

核心家庭

其他

样本量（个）

506

467

174

265

216

210

108

120

246

607

451

522

227

235

229

153

129

608

326

36

3

319

654

17

160

244

552

973

百分比（%）

52

48

17.9

27.2

22.2

21.6

11.1

12.3

25.3

62.4

46.4

53.6

23.3

24.2

23.5

15.7

13.3

62.5

33.5

3.7

0.3

32.8

67.2

1.7

16.4

25.1

56.7

100

乌特勒支

男

女

20~29

30~39

40~49

50~59

60以上

低等

中等

高等

有

无

<20000

20000~30000

30000~40000

>40000

无

1

2

3

有

无

单身

夫妻二人

核心家庭

其他

样本量（个）

316

253

46

114

166

177

66

17

174

378

31

538

129

159

154

121

74

302

172

21

418

151

115

200

229

25

569

百分比（%）

55.5

44.5

8.1

20

29.2

31.1

11.6

3

30.6

66.4

5.4

94.6

22.7

27.9

27.1

21.3

13

53.1

30.2

3.7

73.5

26.5

20.2

35.1

40.2

4.4

100

表表22 北京与乌特勒支居民家外活动的同伴选择特征北京与乌特勒支居民家外活动的同伴选择特征

Table 2 Companionship characteristics of out-of-home activities in Beijing and Utrecht

北京

购物

休闲

事务

其他

总计

乌特勒支

购物

休闲

事务

其他

总计

单独

频次（次）

346

370

177

58

951

427

167

428

1330

2352

百分比(%)

48.0

21.8

33.2

40.6

30.7

65.9

13.5

42.5

91.3

54.0

朋友

频次（次）

73

725

89

43

930

30

640

246

123

1039

百分比(%)

10.1

42.7

16.7

30.1

30.0

4.6

51.6

24.4

8.4

23.9

核心家庭成员

频次（次）

257

407

194

35

893

179

341

293

3

816

百分比(%)

35.6

24.0

36.4

24.5

28.8

27.6

27.5

29.1

0.2

18.8

其他家庭成员

频次（次）

45

197

73

7

322

12

92

40

1

145

百分比(%)

6.2

11.6

13.7

4.9

10.4

1.9

7.4

4.0

0.1

3.3

频次共

计（次）

721

1699

533

143

3096

648

1240

1007

1457

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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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研究表明 ICT的使用会促使居民更多的单

独活动，促使个人主义、个体化的行为模式[33]。

为了分析同伴选择的深层规律，本文进一步

度量了“如果有同伴存在”、“如果有家庭成员陪

伴”2种情况下，同伴选择比例的差别（图1）。如果

有同伴存在的活动（图1a，1b），北京居民选择核心

家庭成员与选择朋友的比例基本持平，其中主要

与朋友进行休闲活动，与核心家庭成员进行购物

和事务活动；而乌特勒支居民倾向于选择朋友，主

要进行休闲活动。如果有家庭成员陪伴（图 1c，

1d），其他家庭成员对于北京居民仍然是重要的同

伴群体，而对于乌特勒支居民相对不重要。其他

家庭成员主要参与北京居民的休闲社交活动和日

常事务活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北京

居民的集体主义社会文化更为强烈，而乌特勒支

居民则倾向于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

33 行为同伴选择的特征解释

为了探索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生命周期

等因素对同伴选择的影响，本文以同伴选择类别

为因变量，运用多项 logit模型分别对2个城市居民

的行为同伴选择进行模拟研究。如表 3所示，2个

模型均选择单独活动作为参照变量，模型结果均

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显著。

性别和年龄仅对北京居民的同伴选择影响显

著。北京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进行有同伴的联合

活动，女性在生活中表现出更感性、更容易提供情

感帮助或时间陪伴来减少同伴的孤独和焦虑，同

时女性承担了更多家务活动，如照顾子女、照顾老

人，这些都是有同伴存在的活动。乌特勒支居民

同伴选择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尽管荷兰女性参与

就业市场的比例不高（适龄女性全职工作者仅占

45.8%）[34]，但有研究表明，荷兰社会崇尚性别平等

的文化价值观相对强烈[35]，因而男女在日常生活中

的社交网络以及行为模式并没有明显差异。在年

龄方面，北京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倾向于选择

单独活动，但在50岁之后，会逐渐增加与朋友的交

往活动。与核心家庭成员相比，其他家庭成员陪

伴的活动会随年龄减少得更明显。个人社交网络

通常会在结婚与生子后变得较窄，尤其在而立和

不惑之年。但随着家庭稳定和子女成年，人们会

慢慢从家庭束缚中解脱出来，更多地参与自主选

择同伴的活动。年龄在乌特勒支未表现显著影

响，说明荷兰自给自足、自我独立的生活方式使居

图1 北京与乌特勒支居民非单独活动的同伴选择特征

Fig. 1 Companionship characteristics of joint activities in Beijing and Ut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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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行为模式相对稳定，年龄变化不会使同伴选

择产生波动[36]。

家庭结构对两城市居民均有显著的影响。居

民来自夫妻二人家庭和核心家庭均会产生较多由

核心家庭成员陪伴的活动，说明对比于单身家庭，

这 2类家庭会肩负更多的陪伴配偶或子女的家庭

责任。有所不同的是，来自这2类家庭的乌特勒支

居民会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活动。这表明，中

国人的家庭观念较强，尽管子女成年独立，但都与

父母保持频繁联系。成年子女应当负责老人赡

养，而退休老人可能与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如表

1中家庭结构所示），照顾孙子女或分担家务，形成

了一种密切联系的互惠模式[37]。荷兰家庭通常只

负责未成年子女的照顾，子女一旦成年便会独立

生活，老人赡养通常交给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因此

形成了其他家庭成员联系变少的现象。

表表33 北京与乌特勒支居民同伴选择的北京与乌特勒支居民同伴选择的MNLMNL模型估计结果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3 MNL result on companion choice of residents in Beijing and Utrecht

性别

“女”为参照类

年龄（岁）

“20~29”为参照类

家庭结构

“单身”为参照类

家庭未成年子女

家庭月收入（元RMB）

“3000-”和“20000-”为

参照类

受教育程度

“低等”为参照类

家庭小汽车

驾照

工作时长

活动目的

“购物”为参照类

居住空间

常数项

北京

男

30~39

40~49

50~59

60以上

夫妻

核心家庭

其他

<12岁

3000~5000

5000~7000

7000~10000

10000以上

中

高

有

休闲

事务

其他

人口密度

朋友

-0.239**

-0.689***

-1.196***

-1.057***

-0.977***

0.183

0.067

0.011

-0.098

-0.122

0.175

-0.062

0.026

-0.059

-0.021

0.094

0.203*

0.006**

2.160***

0.768***

1.084***

-0.004

-0.821

R2=0.1028

核心家庭

成员

-0.195*

0.343*

-0.038

-0.168

0.154

2.544***

2.229***

1.884**

0.500***

-0.226

-0.026

0.620***

0.303

0.420**

0.198

0.001

0.361***

-0.006*

0.397***

0.272*

-0.255

0.006

-2.949

Obs No.=3096

其他家庭

成员

-0.710***

-0.899***

-0.597***

-1.243***

-1.407***

0.017

-0.296

-0.189

0.410**

-0.124

0.236

0.264

-0.033

-0.382

-0.181

0.231*

0.085

-0.002

1.440***

1.098***

-0.188

-0.002

-0.772

Log likelihood=

-3660.6886

乌特勒支

男

30~39

40~49

50~59

60以上

夫妻

核心家庭

其他

<12岁

20000~30000

30000~40000

40000以上

中

高

有

休闲

事务

其他

人口密度

朋友

-0.046

0.006

-0.238

0.091

0.365

-0.409**

-0.085

0.172

0.404*

-0.482***

-0.296*

-0.445**

-0.445

-0.297

0.167**

-0.595**

0.006

4.067***

2.103***

0.3

-0.009

-1.797

R2=0.2855

核心家庭

成员

0.003

0.464*

0.404*

0.227

0.470*

1.603***

1.476***

0.788***

0.596***

0.300*

0.313*

0.092

0.05

0.045

-0.073

-0.918***

-0.005

1.659***

0.434***

-5.236***

0.043***

-1.99

Obs No.=4352

其他家庭

成员

-0.24

0.34

0.638

0.472

0.21

-0.784**

-1.071***

-1.457***

0.899***

-0.500*

-0.297**

-0.794

0.596

1.204

0.438*

-1.849***

-0.023***

3.354***

1.356***

-3.259***

-0.104***

-2.299

Log likelihood=

-3425.9781

注：*** 表示置信水平为99%；**表示置信水平为95%；*表示置信水平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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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目的对 2个城市居民的影响模式相似。

休闲活动会促进居民与他人一起活动 [25,31] ，尤其表

现在与朋友的交往。日常事务活动多数与核心家

庭成员共同完成。此外，乌特勒支的高收入居民

更倾向于单独完成活动，说明作为社会先锋的高

社会地位群体更容易接受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驾

照与私家车的拥有对联合活动的产生，在北京有

正面作用，而在乌特勒支有负面作用，这可能与两

地区汽车普及率的差异有关，北京相对稀缺的私

家车增加了联合使用的可能性。高密度居住环境

会增加居民与核心家庭成员活动的机会。

总之，北京居民在行为同伴选择表现出集体特

征，来自大家庭、拥有小汽车的中年女性参加休闲活

动时更倾向与家庭成员一起。而在乌特勒支，来自

单身家庭、高收入、拥有小汽车的男性更倾向单独活

动，在行为模式上体现出强烈的独立性。

4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日常行为的分析出发，通过活动-移动

行为中同伴选择的差异分析，折射中西方社会文

化背景对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通过借鉴文

化价值观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研究框架，基

于中国北京与荷兰乌特勒支的活动日志调查数

据，分析同伴选择模式及影响因素的差异，认识活

动-移动行为的社会文化效应。结果表明，乌特勒

支居民比北京进行更多的单独活动。如果有同伴

存在，北京居民倾向选择家庭成员，而乌特勒支居

民倾向选择朋友。除配偶和子女外的其他家庭成

员，是北京居民重要的同伴群体，而在乌特勒支并

不重要。模型分析显示，性别和年龄仅对北京居

民有显著影响，女性进行较多的联合活动，年长者

更倾向选择朋友作为同伴；家庭结构对两城市居

民影响均显著，结婚和生子等生命事件会促进居

民产生核心家庭成员陪伴的活动；以休闲为目的

活动更多的是联合活动。此外，收入、驾照拥有、

私家车拥有、居住空间密度等变量也对同伴选择

具有一定影响。这些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荷兰

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对日常生活中居民活动-
移动行为模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带来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关于中荷社会发

展未来的深层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

速增长，社会现代化水平提高，社会文化价值观表

现出变革与固守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中国青年一

代表现出接受外来文化、走向个人主义的发展趋

势；另一方面，居民行为方式通常具有“路径依赖”

效应，儒家思想、集体观念仍占社会主导，如北京居

民倾向的联合活动。从荷兰社会的角度看，其现代

化进程与文明程度均高于中国，居民个性化、个人

主义倾向强烈，如上文所体现的高比例单独活

动。然而，二战后土耳其、摩洛哥等劳动移民的涌

入改变了社会结构，荷兰相对封闭的生活圈层与

社交网络造成了移民与本土荷兰人沟通不畅的社

会现实，酿成了诸多社会矛盾。中荷社会的现状

很难判断孰好孰坏，社会发展既要打破传统观念

的枷锁，也要避免过度个人主义带来的危机。

本文对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启示主要体现在

2方面。首先，中国社会不能照搬西方社会的发展

模式。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个人主义可能是追求

公平与效率的潜在趋势，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

应当充分考虑到儒家思想的传承以及中国人喜爱

热闹、需要集体归属感的民族性格，这是建立“和

谐社会”的重要方面。第二，从活动-移动行为所

表现的社会文化效应分析看，城市规划与管理者

想要鼓励居民更多地与人交往和扩大社交网络，

则需要提供较为完善的公共休闲空间，并针对就

业女性、大家庭等中国特有情况，提供个性化的交

往空间与平台。

本文尚存在不足之处。第一，鉴于篇幅所限

以及比较研究的复杂性，本文仅聚焦于活动-移动

行为中的同伴选择，与同伴相关联的时空维度暂

未涉及。第二，与家庭责任相关的同伴选择难以

界定。本研究是想讨论居民自主选择时，如何来

决定与谁一起活动。尽管聚焦于非工作活动，但

部分购物和事务性活动也很难区分是自愿选择，

还是责任驱使。居民（尤其是女性）出于家庭责任

义务而被迫与某类群体一起进行活动，可能会对

结果造成一些误差。这仍然是未来从行为透视社

会文化差异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 周尚意.英美文化研究与新文化地理学[J].地理学报, 2004,5959,

（增刊):162~166.

[2] Beck U.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the

global social order[M]. London:Polity Press,1996.

[3] 蒋 庆.儒学的真精神与真价值——在厦门大学的演讲[J].理

论参考,2007,77: 21~26.

[4] Fan R.Introduction: The rise of Authentic Confucianism[J].Phil-

952



赵 莹等:行为同伴选择的社会文化效应研究8期

osoph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ulture,2011,2020:1-13.

[5] 白 路,王向贤.儒学复兴对家庭与性别观念的影响[J].中华

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55:41~46.

[6]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视察社,1947.

[7] Dogan M.Accelerated decline of religious beliefs in Europe[J].

Comparative Sociology,2002,11(2):127-149.

[8] Oyserman D,Lee S W S.Does culture influence what and how

we think? Effects of prim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8, 134134(2): 311-342.

[9] Leung K.Beliefs in Chinese culture[C]//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0] Houtman D,Mascini P.Why do churches become empty, which

new age grows? Secularization and religious change in the

Netherlands[J].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us,

2002,4141(3):455-473.

[11] Bauman Z.Liquid modernity[M].UK,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0.

[12] Hui C H.Measure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J].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1988,2222(1):17-36.

[13] 李志刚,吴缚龙,高向东.“全球城市”极化与上海社会空间分异

研究[J].地理科学,2007,2727(3):304~311.

[14] Wu F L,Webber K.The rise of‘foreign gated communities’in

Beijing: Betwee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local institutions

[J]. Cities,2004,2121(3): 203-213.

[15] 刘云刚,周雯婷,谭宇文.日本专业主妇视角下的广州城市宜居

性评价[J].地理科学,2010,3030(1):39~44.

[16] 兰宗敏,冯 健.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活动时空间结构——基

于北京若干典型城中村的调查[J].地理科学,2012,3232(4):409~

417.

[17] 张 艳,柴彦威.北京城市中低收入者日常活动时空间特征分

析[J].地理科学,2011,3131(9):1056~1064.

[18] Cao X,Chai Y.Gender role-based differences in time allocation:

Case study of Shenzhen, China[J].Journal of 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2007,2014:58-66.

[19] 古 杰,周素红,闫小培,等.居民日常出行时空集聚视角下的

城市交通拥堵形成机制研究——以广州为例[J].地理科学,

2012,3232(8):921~927.

[20] 胡继华,程智锋,詹承志, 等.基于时空路径的城市公交时间可

靠性研究[J].地理科学,2012, 3232(6): 673~679.

[21] 柴彦威, 赵 莹.时间地理学研究最新进展[J].地理科学,2009,

2929(4):593~600.

[22] Wellman B,Wortley S.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

ology,1990,9696(3):558-588.

[23] Carrasco J A,Miller E J.Exploring the propensity to perform so-

cial activities: a social network approach[J].Transportation,

2006,3333(5): 463-480.

[24] Ettema D,Kwan M-P.The influence of social ties on soci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Nether-

lands[R].Lisbon,Protugal: 12th WCTR,2010.

[25] Srinivasan S,Bhat C R.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joint-activity

participation characteristics using the 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J].Transportation,2008,3535(3):301-327.

[26] 杨永春,谭一洺,黄 幸, 等.其于文化价值观的中国城市居民

住房选择——以成都市为例 [J].地理学报,2012,6767(6):841~

852.

[27] Carrasco J A,Miller E J.The social dimension in action: A multi-

level, personal networks model of social activity frequency be-

tween individuals[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2009,4343

(1):90-104.

[28] Sharmeen F,Ettema D.Whom to hang out with and where? Anal-

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setting on the choice of activity

company[R].Lisbon,Protugal: 12th WCTR,2010.

[29] Fan Y,Khattak A.Does urban form matter in solo and joint activ-

ity engagement?[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9,9292

(3-4):199-209.

[30] 赵 莹, 柴彦威, Dijst M. 家空间与家庭关系的活动-移动行

为透视——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J]. 地理研究,2013, 3232(6):

1068~1076.

[31] Schwanen T,Dijst M,Dieleman F M.A microlevel analysis of

residential context and travel time[J].Environment and Plan-

ning A,2002,3434(8):1487-1507.

[32] Wink P.Beyond ethnic differences: Contextualizing the influ-

ence of ethnicity o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97,5353(2):329-350.

[33] Wellman B.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the rise of personal-

ized networking[J].International Jouran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1,2525(2): 227-252.

[34] Ruppanner L.Conflict and housework: Does country context

matter?[J]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0,2626(5):557-570.

[35] Haller M,Hoellinger F.Female employment and the change of

gender roles: The confli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ion

and attitud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International Soci-

ology,1994,99(1):87-112.

[36] Ng S H.Will families support their elders? Answers from across

cultures[C]// Neison T D. Ageism:stereotyping and prejudice

against older persons.US,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4:

295-310.

[37] Zhan H J,Montgomery R J V.Gender and elder care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filial piety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J].Gender

& Society,2003,1717(2):209-229.

953



地 理 科 学 34卷

Companionship Choice and Its Social-Cultural Effect:Companionship Choice and Its Social-Cultural Effect:
Beijing and Utrecht ComparedBeijing and Utrecht Compared

ZHAO Ying 1, CHAI Yan-wei 2, Martin DIJST3

(1.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3.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Centre Utrecht (URU), Utrecht 3508 TC, Netherlands)

AbstractAbstract: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to draw big distinctions of cultures between West and East with the construct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is coincides with a growing awareness that society change diversifi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ity-travel behavior, but limited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nvestigation of companionship choice for non-work activity and travel.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knowledge on how to examine cultural differences by presenting estimation of companionship choice in activi-

ty-travel behavior, based on activity diary surveys collected in Beijing (China) and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both in 2007. The types of companionship could be divided into 4 categories, including alone, friend, core fam-

ily member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which present the ordered degree from individualized to collective ten-

dencies. According to descriptive analysis, the companionship share shows people in Beijing perform more of-

ten with others, yet those in Utrecht tend to perform more alone. If accompanied, people in Beijing conduct

more activities with family members, but people in Utrecht conduct more with friends. Other family members

dominate a considerable percentage as companions in Beijing but not in Utrech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eo-

ple in Beijing behave more collectively, yet people in Utrecht behave more individually. According to MNL es-

timation, it shows important differences observed on socio-demographic, life cycle and activity type. In Bei-

jing, women with cars from‘big families’are likely to conduct more leisure and social activities with family

members, while older men tend to have more joint activity with other families or friends. These results are as-

sociated with Confucian culture and strong family tradition in Chinese society. In Utrecht, high-income men

with cars from single families are likely to conduct more activities alone. These respond to independent life

style in the Netherlands. In both two cities, people from couple or core families with young kids tend to per-

form activity with core family members, which shows family-oblig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companion-

ship. For the influence of activity types, the result shows leisure or social purposes encourage joint activity, par-

ticularly with friends. These findings are intended to provide evidence on collectivism is popular in Eastern so-

ciety but individualism is prevalent in Western society. It discusse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value tendency in

Chinese and Dutch society from activity-travel behavior perspective, and also points out some shortcomings in

this article supposed as a stimulant for further analysis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Key wordsKey words: companionship; activity-travel behavior; cultural difference;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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